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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阐释	
与建构路径

姚建龙*

内容提要 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刑法学研究者的重要使

命。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呈现出理论移植的特征，现有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存

在主体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理论体系化水平有待

提升等问题。“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已经明确指明了中国刑法学

研究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自主”即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

下，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建构刑法学知识；“知识体系”则是对自主知识成熟化、

体系化的更高层次整合与发展的要求。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

在法治文明互鉴与优秀刑事法律文化赓续的双重维度中探索创新路径。一方

面，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刑事法治实际对域外刑法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与本土化

重构；另一方面，激活中华法系积淀千年的刑事治理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刑事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由此建构起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科学性的刑法学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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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

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虽然“自主知识体系”是

从宏观高度提出的命题，但是将此命题适用到法学理论研究这一微观、具体的领域，不能

简单套用宏观的政治话语，还需要从法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规律出发，进行具体阐释。(2)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界对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丰富的讨论，相关讨论大

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对“知识”“自主体系”等概念内涵和建构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素、意义、路径等的研究；(3)二是结合具体的部门法学，分析各自学科

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面临的特殊问题，并讨论具体的建构路径 (4)。

与其他部门法学相比，我国刑法学界主要还是围绕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微观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从提升学术话语体系的视角切入，论述了我国刑法学研究的

完善路径，(5) 有学者阐释了中国特色刑法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的多重问题，(6)

有学者从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出发，讨论了中国刑法学研究如何强化主体性意识的

五个方面，(7)还有学者对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四个关系进行了厘清(8)。总的

来看，这些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但目前刑法学界仍较

少有直接针对“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阐释与建构路径展开的研究，即什么

是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如何选择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

由于不同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各异，在刑法学研究层面还需进行具体的阐释，进而找

到建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鉴于此，本文从当代中国刑法学研究现状切入，指

出移植式的刑法学知识体系难以满足新时代刑法学发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自

(1)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2) 参见王锡锌：《构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需要内外兼修》，载《清华法学》2023 年第 6 期，第 178 页。

(3) 参见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5 期；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

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刘曙光：《中国自主知识体

系建构的方法论自觉》，载《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

(4)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吴汉东：《试论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知

识体系》，载《知识产权》2023 年第 1 期；马新彦：《我国继承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守正与创新》，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2 期。

(5) 参见姜敏：《论中国特色刑法学话语体系：贡献、局限和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4 期。

(6) 参见高铭暄：《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论纲》，载《中国应用法学》2023 年第 2 期。

(7) 参见刘仁文：《再论强化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性》，载《现代法学》2023 年第 4 期。

(8) 参见张明楷：《构建自主刑法学知识体系应妥当处理的四个关系》，载《法学家》202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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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知识体系”的概念内涵展开剖析，以期为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寻找更

为明确的方向；进而在法治文明互鉴与优秀刑事法律文化赓续的双重维度中探讨建构中

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

二、中国刑法学知识体系之发展现状检讨

我国刑法学历经七十余载探索与创新，在数代学者接续奋斗中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

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中，通过系统吸收苏俄刑法学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

论，我国刑法学完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创时期的理论奠基；改革开放后对德日刑法

教义学的深入引介，特别是阶层犯罪论体系、法益保护原理等理论的引入，显著提升了犯

罪构成分析的逻辑严密性与价值判断的规范化水平。然而，这种具有移植色彩的知识体

系，与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

毋庸讳言，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经了较长时间的“苏俄化”“效仿德日”的移植过程，

现有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不仅与我国新时代刑事法治建设需要存在差距，而且存在主体意

识有待进一步增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理论体系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建构

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直面并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主体性

回顾我国刑法发展的百年历史，移植一直是刑法研究无法抹去的重要特征，也是不

争的历史事实。我国刑法领域的移植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一是清末时期，在日

本学者冈田朝太郎的帮助下，我国诞生了近代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大清新刑律》。

沈家本将修订刑律的指导思想阐述为：“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

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9) 换言之，《大清新刑律》作为新律代表之一是将

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并存一体，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刑法学移植的起点。二是新

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确立了“一边倒”政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深受苏联的

影响，刑法学也不可能例外。20 世纪 50 年代聘请来华讲学的苏联刑法学家、译介的苏

联刑法学著作等为新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而也确立了我国刑法学的

“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视野逐渐拓展

到了德日刑法理论上，其中最为显著和关键的变化就是引入了德日的阶层犯罪论体系，

以及带动中国刑法学研究向刑法教义学转变，同时还将许多德日刑法概念译介到国内，

给中国既有的刑法理论带来了冲击。正是在不断进行移植的过程中，中国刑事法律制度

与刑法学研究都获得了现代化的形塑。毋庸讳言，移植为中国刑事法治现代化提供了助

力，但也导致部分研究者产生了过于依赖移植的心态，使得研究缺乏主体意识。问题是，

无论是移植苏联刑法理论，还是移植德日刑法理论都没有为我国刑法的发展提供一条一

帆风顺的道路。相反，在晚近的移植过程中，我国刑法学研究出现了将不同刑法理论拼

(9)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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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一起的图景，这些散碎的拼图之间不仅难以妥当衔接，也与我国刑法规范无法形成

对应，这说明试图完全通过移植来发展中国刑法学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此外，仔细观察移植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学研究一直在不断颠覆已有的理论

体系，寄希望于通过直接引入国外的刑法理论来推动本土刑法理论的发展。这种做法

体现出对理论发展连续性的忽视，甚至可以说反映了中国刑法学研究者在知识生产过程

中主体性意识的不足，未能形成对本土刑法理论的独立性与系统性追求。诚如有学者所

指出的：“言必称德日的移植主义，固然可以习得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法学思想精髓，

但也有可能会遮蔽中国经验、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还可能掩盖了中国学者应有的贡

献。”(10) 其中，主张将德日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彻底替代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

体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现有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的政治制度、司法体制、

文化传统等高度契合，且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认可，而且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本土化创新，如但书规定、罪量因素等，都很好地满足了中国的现

实需求。这些创新不仅体现了理论的实用性，也展示了对本土实际的深入理解与适应，

证明了“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在中国语境下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反观简单进行所谓移

植理论优劣比较的“拿来主义”学术态度，其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理论发展的连续性。

若单纯依赖外来理论、直接移植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就可能割裂现有刑法理论

的演化脉络，造成学术话语上的断裂。这种做法不仅难以为中国法律实践提供稳定的理

论支撑，还容易使学术研究陷入单纯模仿的窘境，削弱中国刑法学的主体性意识与自主

创新能力。

更进一步来看，德日刑法教义学以其本国刑法规范为“教义”，体现出尊重现行法的

态度。然而，有的学者在借鉴德日刑法理论时，往往未能充分结合我国的刑法规范，这使

得教义学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直接推崇，而未能发挥出与中国

刑法实践相适应的作用。以盗窃罪为例，德日刑法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只能是有体物，但

我国刑法规范规定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有体物，也可以是无体物、财产性利益等，二者

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如何解释盗窃罪中的财产性利益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独有问题。

曾有研究以德、日、意等国的刑法规定为参照，从而否定财产性利益属于我国盗窃罪的犯

罪。但是我国《刑法》第 92 条明确规定，公民财产范围包括公民的储蓄、股票、债券等，

表明立法者实际上已经将财产性利益与财物予以等同。所以，照搬德日刑法理论的结论

来批评我国刑法解释结论是没有问题创造问题的表现，并与教义学的基本理念相背离。

除此之外，我国刑法理论中还有不少“舶来品”概念，这些概念在缺乏刑法规范支撑的

前提下，依然搭乘着德日刑法理论的便车，发展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组成部分。正如有

学者指出的：“我们忘记了区分其中哪些概念是我国刑法的法定概念，哪些概念是理论概

括出来的概念，以及哪些概念是中国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11) 以牵连犯为例，该概念

(10) 齐文远：《中国刑法学该转向教义主义还是实践主义》，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32 页。

(11) 前注 ⑦，刘仁文文，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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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中国缺乏制度前提，也在继受时面临着被废除的困境，却依然成为了我国罪数论

中的一部分。(12)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完全脱离了中国刑法规范的理论并不能为解决司法

实践疑难问题提供可行方案，所以通常被实务部门所忽视，从而陷入理论的自说自话中。

因此，在德日刑法理论蔚然成风的今天，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精妙之处，对其盲目崇拜或

不加区分地继受，而是需要在吸收借鉴时结合中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以发展出更符合中

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刑法理论。

（二）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实践性

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互动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日本在长期继受德国刑

法理论后，通过重视判例研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刑法研究图景。然而，中国刑法理论虽

然的确在逻辑化、精致化的方向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也出现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脱

节的现象，理论与实践各说各话，彼此无法对接。这不禁令人引发疑问：为什么愈加精

致的刑法理论反而在司法实践中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理论的精细化为何未能有效指

导司法实践，反而显得疏远和不适用？这背后或许隐藏着对本土实际需求和实践经验

关注不足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愈发精致的刑法理论研究是法学研究走向“精英话语”的表现，也是理论与实践

相脱离的原因之一。“精英话语”是指，以法律职业的自治和法学理论的精密为出发点，

追求法律自身的逻辑严密，并与一般民众隔开距离，体现了精英化和专业化的愿望。(13) 在

精英话语体系价值指导下，学术界大量引进德日刑法理论对苏俄理论进行改造，出现一

夜之间大量刑法学者产生看不懂刑法学的印象。(14) 比如被刑法学者所诟病的“结果无

价值”“行为无价值”这两个概念，二者都是从德文中译介而来，与中国遣词造句的习惯

并不相同，刑法初学者基本都会被这两个概念绕晕，更不用说一般民众和实务工作者了。

此外，部分学者还习惯用一些直译词语以凸显理论的高深，尽管国内有相同含义且被普

遍接受的概念作替代，但他们仍然坚持和醉心于“原汁原味”的表达。由此，刑法理论

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距离也就慢慢拉开，以至于二者之间甚至出现了互相轻视的现

象。因为在“精英话语”看来，实务界所坚持的“大众话语”是落后的表现；而在实务

界看来，“精英话语”晦涩难懂、难以为用。

如果愈发精致的刑法理论确实是为司法实践所需要的，那么它就应当有效回应实际

案件中的疑难问题，为司法办案提供明确的操作标准，并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发挥指导作

用。可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部分理论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纯粹的学术探讨层面，追求

概念的严谨性和体系的完整性，却缺乏对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的思考，这也导致了

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市场”。以共犯脱离问题为例，我国司法实践通常认为，共犯脱

离的成立条件在于对脱离行为的时间、主观意图及行为实质性的判断，其核心是脱离者

(12) 参见路军：《移植与限度：牵连犯教义学理论引入之反省》，载《法学杂志》2019 年第 6 期，第 103 页。

(13) 参见车浩：《从“大众”到“精英”——论我国犯罪论体系话语模式的转型》，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

第 51 页。

(14) 参见姚建龙：《社会变迁中的刑法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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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了共犯行为对其他犯罪行为及结果之间物理、心理的因果关系。但是有理论以德国

刑法理论为参照，进而提出以共犯关系的判断取代因果关系切断的分析，即以共犯脱离

性为主、因果关系判断为辅的共同正犯脱离理论。究其理论内部不难发现，该理论的关

键在于“共同正犯性的客观判断事实”，而这些事实判断的具体条件实际上还是以因果

关系判断为基础。换言之，该理论并未脱离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是平添了理论的复杂性。

因此，只有当理论的精细化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确保裁判的公平与一致性时，复杂性才

是有价值的。否则，愈发精致的刑法理论只会成为少数“精英学者”的文字游戏，并与

司法实践渐行渐远。

愈发精致的刑法理论研究缺乏对本土司法实践的总结，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另一原

因。我国刑法学研究多是通过分析德日刑法理论来对我国司法实践展开批评，鲜有从我

国本土案例中提炼理论的研究。有学者更是直言：“我国刑法学研究甚至还存在‘以解

决外国案例为目标’的教学科研现象。”(15) 这再次说明，我国部分刑法学研究者缺乏对本

土实践问题的关注。他们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合理性，往往只能借用国外的案例来加以

说明，而无法有效结合中国的实际案例展开分析。

此外，我国刑法学教育中还存在一种“脱节”的现象：在本科阶段教授的是以“四

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但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却突然转向德日的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而在司法实践中，实务人员又鲜有使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

情况。这种理论学习的跳跃式断离、学术与实务话语体系的脱节，不仅增加了初学者的

学习负担，也让实务工作者在面对实际案件时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更进一步来说，这

种现象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相关。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发表学术论文被视为衡量研

究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学术论文通常侧重于概念的体系化和理论的严谨性。

有时，研究者们只需要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可能就足以完成这些学术任务，自然也容

易忽略对司法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本土经验的总结。不过，这些学术论文是否贴合

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能否为具体的司法问题提供指导，研究者们可能并不关心，他们更

关注文章能否被顺利发表。相应地，这也造成实务界基本不会阅读学术论文的尴尬现象，

因为这些学术讨论往往与他们的实际工作关联不大，所以他们既不关注、也不感兴趣。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一方面中国刑法理论日益精细化，另一方面相关理论在指导司

法实践时又力不从心。

（三）中国刑法学研究中的体系性

刑法学作为一门具有高度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不仅要求各个理论成果各自独立

存在，还要求这些成果之间能够形成相互联系，构建起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虽

然在几代中国刑法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刑法学界已经产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智

识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尚未体系化。

在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今天，各种刑法理论日益涌现，但是这些理论之间往往没有

(15) 刘艳红：《积极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载《光明日报》2023 年 8 月 11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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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缺乏对整体刑法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整合。以因果关系为例，我国

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主张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理论的，也有主张客观归责

论的，还有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论的等，这也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多种因果关系理论并行

适用的状况。(16) 类似的理论争议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如共同犯罪中是否应当采用区

分制来代替单一制正犯体系；如何理解过失的共同正犯；如何理解承继的共犯；等等。

应当肯定的是，缤纷多样的理论学说是刑法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反映了学者们对问题

的多元探索与深度思考。然而，理论的多样化未必能为司法实践带来直接的便利，过多

的理论分歧和观点碰撞，可能导致在具体案件处理中出现标准不统一、适用困难等问题。

此外，面对新兴犯罪的挑战，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传统犯罪的数字化转型，还催生了各种新型侵害方式，这

迫切要求刑法理论突破传统范式，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刑法理论体系。例如，在网

络犯罪的研究中，“数据”“虚拟财产”“网络暴力”等概念已成为核心议题，但我国刑

法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仍缺乏一致性，导致研究者之间的成果难以形成合力，网络犯

罪的研究也难以系统化、深入化。这种理论上的缺乏统一，使得诸如“冒用他人蚂蚁花

呗”“偷换二维码”等行为的定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统一，仍是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刑事法学界对网络犯罪的研究尚处于现象层面的研究，就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总体而言，

尚不能提供充分的研究成果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支持。”(17) 可见，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标

准和学术共识，许多刑法学研究往往陷入不同理论的重复讨论，进而缺乏对整个刑法学

科系统性建构的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不仅使得刑法理论体系呈现碎片化状态，也影响了

刑法学科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性。

再者，我国刑法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缺乏内在一致性，进而影响了立法的统一性。比

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中，相关刑法规范的建构逻辑呈现出对未成年人的认知存在

“分裂”的矛盾。一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加

强了对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的性权利的保护。这意味着已满 14 周岁不

满 16 周岁未成年女性的性同意需要满足更高的条件，表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性认

知和决策能力上尚未完全成熟，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额外保护。另一方面，《刑

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进行局部下调又折射出对未成年人行为的辨认、控

制能力的更高期待。这种法律体系内的双重价值取向，实质上映射出未成年人刑法理论

中“保护优先”与“责任能力”二元命题的辩证关系。这说明，我国刑法理论在未成年

人犯罪治理范式上仍处于不同价值取向相互调适的理论深化期，如何统合教育刑理念与

罪责原则的规范效应，构建兼具时代适应性与体系融贯性的未成年人刑事处遇制度，仍

是理论研究者与立法者需要协同攻关的课题。由于刑法理论未能为立法者在惩戒与保

护之间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导致立法缺乏一贯的标准和逻辑，此领域中的立法也显得

(16) 参见刘艳红：《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横断切面与危险的现实说之确立》，载《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8 期，第 74 页。

(17) 时延安：《网络规制与犯罪治理》，载谢鹏程主编：《网络犯罪实体法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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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摆不定。这也导致个别“跳跃式”的立法转向既缺乏实证的基础，也缺乏理论的支撑，

更与刑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符。由此可见，只有建构一个清晰而系统的刑法知识体系，

才能为立法者提供明确的指导，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抉择中做出合理的决策，并确保立法

在同一领域中保持统一、稳健的原则和标准。

总的来说，移植是中国刑法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早期手段，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

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确实有助于推动我国刑法学的发展。然而，过度依赖移植路径，甚

至在移植过程中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显然会造成诸多问题。只有总结我国刑法学过去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进

而为刑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路径。

三、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内涵厘清

既然移植不符合新时代中国刑法学研究走向自主的要求，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国

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呢？或者说，中国需要建构怎样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呢？笔者认

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自主”的内涵；二

是“知识体系”的内涵。具体来说，“中国自主”意味着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体

系内核，从中国刑法规范出发，根植并服务于中国当代刑事法治实践。“知识体系”意味

着刑法学知识之间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各知识单元间相互协调，形成内在一致的整体逻

辑。简言之，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指，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结合并服务于当代刑事法治实践所形成的内在协调一致的知识结构。

（一）中国自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底色

“中国自主”一词表明了知识生成的场域，它一定是根源于中国本土，所以一定不会

是以“西方法学理论”为底色，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内核的刑法学知识。

“中国法学理论的灵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特别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18) 那些试图从苏俄刑法理论或者德日刑法理论中寻找依据，并认为这

些才是所谓的“教义”或者“自主”的观点显然是有所偏差的。“中国自主”的内涵不

仅在于理论框架的独立性，更在于构建以中国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为基础的完整知识体

系，以主动掌握法学话语权为核心，确保理论发展的方向始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的基本原则。

第一，“中国自主”意味着法学理论必须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契合。法学作为哲

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属性。“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

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

治立场。”(19) 之所以强调在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

(18) 前注 ④，张文显文，第 5 页。

(19)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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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为根本遵循，是因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代表着符合中国实际、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需求，对建构中国

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意义。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当然也要遵此逻辑，不能忽视政治体制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根塑魂功能。尽管

我国刑法理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刑事法治需求与刑法制度供给之间不充分、不均衡的问

题，(20) 但是我们也不能在多样的域外刑法理论中迷失自我，因为“照抄照搬”注定与中国

刑事法治的实际情况不相适配。不同的刑法理论反映的是不同国家在法律制度和社会

治理上的深层次利益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立场、价值追求和法治道路选择。中国

刑法学研究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主知识”不仅意味着与苏俄刑法理论有所不同，

还意味着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历程

来看，虽然取材于苏俄刑法，但是经过较为系统的本土化过程，已经初步发展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刑法理论，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独立性与独创性。同时，中西方

在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刑法知识体系的显著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依附于西

方刑法理论，而应自觉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刑法价值体系，为

实现实质正义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强调法学理论必须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契合，旨在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始终沿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意识形态层面，掌握话语权能够为建构话语体系提供充分的话

语空间，有效应对错误思潮的干扰，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正确指引。”(21) 尽管西方国家已

不再通过军事等传统手段直接输出其法学话语权，但西方法律全球化运动仍然在持续推

进，其核心目标是进一步扩大其法学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22) 这种话语权的输出，

常常夹带着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延伸，并对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构成潜在的

冲击和消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刑法学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就很容易在全球

化浪潮中“失语”，陷入类似“超国界刑法学”（supranational criminaldoctrine）等西方刑

法学设置的话题语境中而不自知。

第二，“中国自主”强调知识体系的主体性。长期以来，中国刑法学在借鉴吸收外

来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路径。与过去被动引进和消化不同，

“中国自主”要求从中国社会实际和法治需求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时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

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 
林。(23) 这种主体性体现在理论的独创性上，即不以西方理论为评判标准，而以中国的法治

(20) 参见前注 ⑥，高铭暄文，第 3 页。

(21) 杨雨林：《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内涵与引申》，载《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第 14 页。

(22) 参见姜敏、郝煜洋：《论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缺失、原因和对策》，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175 页。

(23)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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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社会价值为核心，形成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我国《刑法》第 1 条后半句明确指

出：“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这表明，我国的刑法规

范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立法背景下形成的，反映了本国特定的社会问题和对法律

文化的深刻理解。因此，刑法学研究者在分析具体法律问题时，首先要理解和掌握这些

条文的内涵，而不能简单地借鉴、移植其他国家的法律理论或概念。因为这种做法不仅

可能导致对我国法律的误解，还可能削弱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养分也是知识体系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4) 对于长期处在继受过程中的中国刑法学来说，虽然“先进”的域

外刑法理论看似在改造“落后”的刑法制度与观念，但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力量其实

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民众，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表明唤醒中

华优秀传统刑法思想的可能性。早在百年前就有西方学者感慨：“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

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

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当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

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25) 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伸手拿来的，而是要

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实现真正的精神独立、文化

自信。以“出礼入刑”的法律传统为例，在将传统礼教中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形成的

“十恶”“八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内容去除后，不难发现，“恤刑”“慎杀”

等法律原则依然深受当代中国民众认同，其中部分内容也与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相合。可

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认同，是中华民族发展连续性

的重要标识，而且对现代刑事法治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自主”还要求对外来理论的“祛魅”与本土化改造。强调“中国自

主”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相反，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持续关注域外刑法理论提出

的新概念、新课题和新方法，特别是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力和现实启发意义的理论成

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坚持独立自主是刑法理论发展

的基石。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不应当以国外理论为坐标系和评判标准，而是要从中国自

身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治理需求出发，探索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理论体系。与此同

时，“中西结合”的学术态度则为刑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丰富性。“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形下，中国法学虽不完全像那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

但‘公共的信仰’‘认同的基础’须臾不能缺失，它们随时要为法学知识的生成预备有

效的大前提。”(26) 比如，德日刑法理论中一些先进的理论模型对后发的中国刑法学具有重

(2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 年第 17 期，第 9 页。

(25) R. F. Johnston, A League of the Sacred Hill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ebruary 1913, p.306，转引自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岳麓书社 2017 年版，第 37 页。

(26) 廖奕：《“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命题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11 期，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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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启发意义，可以作为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必须建立在深刻理解其

背景和内涵的基础上，而不能盲目移植。换言之，这种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通过本土

化改造融入中国特色的刑法话语体系。正如高铭暄教授所言：“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百年

发展历程也充分显示：坚持独立自主是不可动摇的‘底色’，中西借鉴是积极有益的‘添

色’。”(27)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刑法学者应秉持开放心态，持续学习和吸纳国外先进

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全球竞争力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为全球刑法理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自主”的内涵不仅关乎理论的学术独立性，更关乎法学作为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识形态自主性。通过构建以中国实际为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刑法学研究才能够真正摆脱对外来理论的依赖，在

世界法治理论体系中彰显自身特色，为全球法治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二）知识体系：各组成部分形成稳定统一的成熟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8) 建构中国刑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自主知识的生成只是第一步，

更为关键的任务是让各知识单元间相互协调，形成内在稳定一致的成熟整体。这不仅

需要刑法学自主知识本身具备成熟和精细的特点，还需要注重刑法学知识之间的有机

联系和逻辑一致性，最终形成一个内部协调统一的成熟整体，并以此更好地指导理论发

展和司法实践。

“知识体系”要求自主知识本身走向成熟。“我国刑法理论对热点问题的研究大多

是短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理论根基、基本立场的争论。”(29)成熟的刑法学自主知识需

要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支撑，并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检验。一方面，基础理论为刑法学研

究提供了稳固的根基，既能帮助研究者在复杂的法律现实中提出科学的解释，也能推动

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它为学科构建起一套统一的基本概念和规范，这些经过长期积

累和深化的概念，已成为学科内容的核心支柱。如果缺乏这样的理论基础，刑法知识容

易呈现出零散的样貌，难以形成系统化和连贯的学科体系，从而限制其在理论研究和法

律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特别强调要

“强化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可见，夯实理论基础是推动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走向成熟的

首要任务。另一方面，成熟的刑法学知识还要在应用过程中展现出解决问题的实效性，

不仅能为学术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还能应用于法律实践中，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这种

有效性是衡量知识体系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因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能够有效应对现实挑

战，才能证明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成熟的刑法学知识不仅需要在理论层面具有严

谨性和逻辑性，更应在面对具体司法案件时，能够提供明确而可操作的指导，确保法律的

(27) 前注 ⑥，高铭暄文，第 5 页。

(28) 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 年 5 月 17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46 页。

(29) 前注 ⑧，张明楷文，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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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和正义得以实现，并能与一般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感知相契合。或者说，刑法学既要

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视野中回应和破解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又要从现实问题的挑

战中生成、总结和升华出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这是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

路径。由此可见，成熟的刑法学知识不仅能支撑学术研究，深化对基础理论的理解，还能

切实回应法律实践中的复杂需求，为实践难题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理论

指导实践的作用。

“知识体系”意味着自主知识内部趋向稳定。知识体系并非各类知识的简单堆砌，

而是经过系统的整合、提炼和长期积淀后，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框架。“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的生产不是‘拍脑袋’的自说自话，而是有赖于稳定的知识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支撑，

在既有知识谱系中刷新理论命题、更新学术话语、创新学理概念。”(30)趋向稳定意味着知识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体系中的各知识单元不再频繁变动，

而是逐步形成一致的逻辑和固定的表达，这种稳定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相反，颠覆式的理论移植动辄全盘否定过去的知识体系，以新的知识体系取而代之，

这种做法缺乏对理论发展连续性的尊重，也容易导致体系内部逻辑断裂和适用混乱，无

法充分发挥已有知识体系在实践中的积累和优势。“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四要件”

犯罪构成体系的争论正是理论发展应保持连续性的典型例证。不同犯罪论体系的更替

不仅涉及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更关乎其在实践应用中的合理性和发展过程中的

连续性。此外，知识的稳定性也使得知识体系在面对复杂的实践情况时，能够提供明确

且一致的指导，确保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具有连续性和公正性。稳定的知识结构指明了学

科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定海神针”。因此，一个成熟稳定

的知识体系既要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又要具备功能上的适应性，如此才能确保其长期

有效运作，持续高效地发挥指导作用。

“知识体系”还意味着各种自主知识必须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如前所述，在过去

的移植过程中，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引入了大量的域外刑法概念和理论学说，与此同时，部

分刑法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识成果。然而，这些外来知识与本土知识的

交织融合，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够紧密，甚至出现了内在矛盾与

体系断裂的现象。知识体系的建立不仅要求每个知识单元都相对成熟与稳定，更为重要

的是，这些知识单元之间应当协调一致、相互支撑，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和有机联

系的系统。“范畴体系的形成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这也是

一门科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31) 因此，建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将犯罪论、刑罚

论、刑法分则中的诸多概念和学说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一个具备明确逻辑主线的整体性

理论框架，而非零散、碎片化的理论拼盘。这种整体性不仅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也能

够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系统的指导，进而推动刑法学研究的本土化与现代化。同

(30) 前注 ③，张东刚文，第 99 页。

(31) 前注 ④，吴汉东文，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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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知识体系的协调统一不仅是静态的，还必须在理论发展中保持一致性。面对复杂多

变的社会现实和新知识的不断涌现，知识体系仍需要保持逻辑上的协调统一。例如，随

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网络犯罪已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包括传

统犯罪行为的网络化，还涉及数据泄露、虚拟财产侵害、深度伪造等全新问题，其复杂性

和多样性远超传统犯罪形式。有学者指出，传统意义上存在于网络社会的网络犯罪逐渐

迭代升级为存在于数字社会中的数字犯罪，对此，我国在治理数字犯罪的过程中需要克

服治理对象分散、治理主体不清以及治理场域泛化等难题，从数字犯罪的基本机理出发，

明确数字犯罪的基础性概念，同时立足于数字犯罪所依赖的数字社会的基本场域来优化

治理模式。(32) 犯罪形势的变化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这要求我们在保留传统

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网络空间的特殊性，构建能够应对新兴网络犯罪复杂性的全新理

论体系。同时，这一理论的发展必须保持与现有知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以确保整个刑

法学知识体系的协调统一。换言之，只有在体系化的框架中兼顾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理

论，同时积极应对现代技术和新兴犯罪带来的挑战，才能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科学严谨且

完整的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之建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

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3) 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科

学理论指导实践创新，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过程中注重多维度的创造性转

化。这一理论发展路径不仅要求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进行理论阐释，还强调从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智慧与经验。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应当依

托这一理论构建方法，通过多维互动的方式推动学术进步。具言之，刑法理论研究应扎

根于本土法治实践的系统考察，既要精准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犯罪治理需求，又要深入

挖掘中华法系传统中的法治智慧。这种双向互鉴的学术路径既能够保持刑法规范的时

代适应性，又能在历史文脉中筑牢理论根基，最终形成既符合法治现代化方向又彰显文

化特色的知识体系。

（一）在中国刑事法治实践中辩证借鉴域外刑法理论

在回应构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时，我们需以跨文明整合的思维破解本

土与域外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既要保持对世界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开放姿态，更要在比

较法视野中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将域外刑法理论资源置于中国刑事法治实践的检验场

(32) 参见孙国祥：《数字经济时代刑事司法的穿透与克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33 页；刘艳红：

《网络犯罪向数字犯罪的迭代升级与刑事法应对》，载《比较法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3 页。

(33) 前注 ㉘，习近平文，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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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通过持续的学术对话与调适机制，最终在多元的刑法学理论互动中完成对域外刑法

理论的批判性吸收与适应性改造。法律移植作为法律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不能全盘否

定，更重要的是在保持刑法理论对外学习的同时，避免匍匐在域外刑法理论脚下而失去

自我。实际上，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在诸多观念和主张上自然也

与西方存在差异。就像丹麦刑法学虽然也曾受形而上学式的、体系思考的德国刑法学的

强烈影响，但是丹麦与德国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两国的刑法学研究最终也呈现

出不同的样貌。(34) 因此，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绝不是伸手拿来的，而应当是从中国本土刑

法学研究长久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中产生的。

首先，结合中国法治语境对外来刑法学知识进行对照、批判与吸收，是建构中国刑法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

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35) 这一理念为我们实现对外来法律思想和经验

的本土化转换提供了重要指导。具体来说，为避免简单“食洋不化”，刑法理论的本土化

转换必须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照”。在此阶段，不仅要对外来刑法理论

进行文献梳理，还需要深入了解该理论产生的刑法规范根基与社会背景，以便评估该刑

法理论在中国法治语境下的适用性，明确哪些内容能够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提供合理的

解决方案，以及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提供进一步审思。如果该知识产生的刑法规范根基、

社会现实与中国基本相似，那么就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批判”。需要说明的是，批判不是

故意为特色而特色，从而刻意制造生词、冷词，置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概念于不顾。批

判是一种对外来刑法知识保持谨慎的态度，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社会现实不可能完全

一致，所以外来刑法知识即使具备相当的合理性也很难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中，而是需

要对其进行重构，使其在理论上更加贴合中国实际，并置于司法实践中接受检验。第三

个阶段就是“吸收”。历经层层考验后，部分外来刑法理论运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效

果可能并不如预期般美好，所以被放弃；而部分知识由于契合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最终

为中国刑法学知识体系所吸收，成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时至今日，我国刑

法学研究中不乏这种刑法学知识，比如但书条款、罪量因素等规定。应当说，这些刑法知

识都是先从西方知识体系中获得了启发，在经历了中国刑法学界与刑事司法实践的批判

性吸收后，才得以成为符合中国刑法学发展的自主知识。

其次，从本土刑事法治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日本刑法理论发展的历程表明，重

视本土的司法实践是发展出与本国法律和文化土壤相适应的刑法理论的重要路径。井

田良教授在回顾日本刑法走向自主化时谈到：“日本刑法学研究者们已经不再试图借助

德国文献，而是试图从本国的审判实践或者本国的刑事政策情势中去发现问题。”(36)最终，

日本也确实通过汲取本土判例经验发展出了自己的刑法理论，如“疫学的因果关系理

(34) 参见［日］松泽伸：《机能主义刑法学理论——丹麦刑法学思想》，吕小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3 页。

(35) 习近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载《求是》2024 年第 14 期，第 6 页。

(36) ［日］井田良：《走上自主与本土化：日本刑法与刑法学的现状》，陈璇译，载《刑事法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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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新过失论”等。同样，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需要从自下而

上的实践经验中总结而来。刑事司法实践不仅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而且是理论发展的

重要源泉，这要求中国刑法学研究者们善于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提炼规律、规则，进而

转化为刑法理论。

近些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案例库及相关司法案例与犯罪数据的公开，为

刑法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实践素材。这些资源尤其是刑事司法案例不仅可以加

深研究者对案件实际情况的了解，还能够推动理论的实践化进程，使刑法理论更加贴合

实际情况。通过系统整理和分析大量鲜活的本土司法案例，研究者可以发现中国刑事司

法运行中的规律性问题，夯实刑法学研究的本土根基，从而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

坚实基础。尤值一提的是，“网库并行”给研究者提供了从典型案例中提炼出中国本土

刑法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

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案例，其大多具有精准服务大局、注重案件“新鲜度”、直面法律

争议问题、注重规范引领等特点。(37) 可见，入库刑事案例是当下刑事司法实践中疑难问题

解决规则的展现，研究者既可以将相关规则进行提炼总结，生成中国本土的刑法知识，也

可以对相关规则提出完善意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务的精准沟通，共同推动刑法学研究

的进步。除具体案例外，犯罪数据的样态也能为刑法研究提供独特视角。当然，我国犯

罪数据公开的程度一直备受诟病，一般刑法研究者难以获取。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每季度会公布办案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展现出我国犯罪的总体

样态。基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相关部门应考虑进一步扩大犯罪数据公开的程度

和范围。“科学的刑事司法统计数据及其公开，是测量犯罪现象、观察犯罪趋势、认识犯

罪变化规律、检验犯罪治理成效的重要手段。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以全面、精准的刑事司法统计数据为基础。”(38) 因此，根据我国的

实际情况，有关机构可以进一步尝试通过年度白皮书或其他合适的方式扩大犯罪数据的

公开范围，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提出针对性的犯罪治理策略，也可以成为我国犯罪治理

成效的客观见证，更有助于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加快建构。

最后，立足刑事法治前沿获得刑法学研究的话语权。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数字技术 + 刑法”给全世界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研究都带来了共同的课题。

而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相关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理论研究也居于

较为前沿的位置。在此过程中，势必会有许多具有中国原创的智慧、经验诞生。比如，目

前受到普遍关注的“数字检察”，其是“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

重塑，是检察机关融入科技革命、提升监督质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改革。(39) 国

外没有“数字检察”这个概念，这是国内法学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融通数字技术与法律

(37) 参见周加海、司艳丽、喻海松等：《人民法院案例库若干重要问题解读》，载《中国应用法学》2024 年第 3 期，第 16 页。

(38) 刘仁文：《刑事司法统计数据，尽量“应公开尽公开”》，载《南方周末》2024 年 8 月 22 日，第 A4 版。

(39) 参见贾宇：《论数字检察》，载《中国法学》2023 年第 1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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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后，基于我国的检察实践创造的原创性概念。(40) 这种创新不仅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

成效，还为检察理论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体现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建设的独特贡献。再如，纵观全球刑法发展现状，网络犯罪、人工智能刑法规制等前

沿问题已然成为全世界刑法研究的共同课题，而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与

案例可供研究，甚至有其他国家尚未遇见而可能将会遇到的刑事案例，所以中国刑法学

研究者要抓住机会，从中提炼出妥善解决相关疑难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果能

够从中国本土实践中提炼出具有独特优势的自主知识，并较德日理论展现出更大的科学

性，那么这些刑法知识就可以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传播至全球，进而帮助中国刑法学在国

际舞台上逐步掌握知识的话语权。这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创新，也可以为

全球法学研究提供多样化的视角与经验。

（二）在当代治理语境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构建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将理论研究的触角深入中华法系的思想矿脉，研

究者应以当代刑事法治需求为坐标，循着法史互鉴的学术路径对传统规范进行解构与重

组，从而将其中的德主刑辅、慎刑等优秀刑事法律文化与现代刑法理论相融合。这种融

合不是简单的符号移植，而是需要建立在对中华法系文化密码进行现代性解码的基础之

上，使刑法学理论既承载文明基因又具有规范张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

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

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

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41)。所以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当然不能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割裂，研究者应努力从中华法系的知识宝库中提炼超越

时空的刑法文化为今所用。

一方面，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必须坚定法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是一座底蕴丰富的宝库，其中蕴藏着许多超越时空、契合现代法治文

明的法学思想珍宝和法律规范艺术。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刑法思想既是践行“两个结

合”的要求，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国特色”的历史渊源、精神渊源和理论渊源。(42)

但是，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华法系这颗明珠也黯然失色，与此同时，在西方法律文化的影

响下，一些中国传统法律概念逐渐在法律文化继受的过程中被同义的域外词汇所替换，

这不仅引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还导致其不加区别地被打上

“落后”“封建”的标签。比如，曾视中华法系为文明典范的日本在完成“脱亚入欧”的

系列改革后，立刻转而视“中华法系”为愚昧与落后的存在。其中，日本法学家穗积陈

(40) 参见刘艳红：《以新文科建设推动建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载《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121 页。

(41)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载《求是》2022 年第 18 期，第 4 页。

(42) 参见姚建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功能与定位》，载《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1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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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虽然最早将“中华法系”列为五大法族之一，但是其同时认为，当时仍属中华法系一

部分的日本法必须向优势法族、罗马法族转换，这也是其他法族的必然选择，若非如此则

只有死路一途。(43) 其实，穗积陈重之所以提出中华法系必死无疑的论断，是因为其只有刻

意放大中华法系的封建与落后，才能凸显西方法律文化的先进，从而为掌握话语权找到

正当性。(44)

然而，刻意制造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对立无法掩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光芒。如

前所述，中华法系的精华及在其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规范体系与文化基础，都深刻地存

在于中国民众心中，这不仅成为我们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前提，更有利

于坚定法律文化自信。中华法系不是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体系，它所具有的超越时

空的合理部分值得现代社会重视和吸收。(45) 这也充分说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非空

洞的口号，而是对中国法律传统价值的深刻理解与自信表现。通过这种文化自觉，我们

可以认识到传统法系中蕴藏的非凡法治智慧，并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而且从当

今的国际背景来看，西方独揽话语权的局面已经改变，世界已经走向一个多元格局，传承

并复兴中华法系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就成为了一个合理的命题。因此，既然已经意识到简

单移植域外刑法理论会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中国作为中华法系的发源地，就应该

积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刑事法律思想的有益之处，并在此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刑事法律文化需要对中华传统刑法思想进行反

思与再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

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46)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律学文化受封建统

治的影响，其本质还是维护皇权稳固，所以其中苛政酷刑占据上风，这也是中国古代律学

没有能够转化升华为近现代法学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古代还有很多

优秀法律文化，它们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应当是我们法治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转化为符

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法律制度值得深入研究，这既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法律文化的尊重，也

是对现代法治需求的回应。

在路径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应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推动法治与德治深度

融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刑法思想中，律法的作用不仅限于制裁犯罪，

还承担着维护伦理纲常的职能，这对发展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优秀价值理念的总结和提炼，也为建构中国刑

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价值指引。这种转化不仅是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伦理观念引

(43) 参见［日］石部雅亮：《穗积陈重与日本比较法学》，宋海彬译，载《太平洋学报》2008 年第 7 期，第 30-45 页。

(44) 参见魏治勋：《论中华法系的演进方向》，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5 期，第 5 页。

(45) 参见张晋藩：《中华法系的价值与中华法系的重塑》，载《北京日报》2016 年 10 月 31 日，第 20 版。

(46)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 年 10 月 23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

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5 年第 2 期

82

入现代法治体系，而且要通过法治的方式将这些价值理念具象化，使其成为推动法治进

步的动力。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就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刑事立法的范例，应予以充分肯定。再如，“见危不救罪”这一自秦

律就开始出现并在《唐律疏议》中趋于完备设置的罪名，实际上体现了对公民道德责任

的重视，这一传统罪名及其背后体现的对社会伦理的维护理念在当代中国仍不乏借鉴价

值和现实意义。

在内容上，古代律法中存在许多闪烁着现代刑事法治理念的元素，这为当代刑法学

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慎刑思想”，慎刑思想历

经多个朝代的发展深化，已不再仅是对刑罚运用的要求，而是进一步发展成为贯穿刑事

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等刑事法治全过程的指导思想。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极力推崇“谦抑性”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理念，而慎刑思想也就被仅视为是谦

抑理念的本土萌芽。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慎刑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据主流法律

思想之地位，但是慎刑思想的往昔“荣光”已不复存在，甚至在当下仅被作为域外刑法

谦抑理念的本土“注脚”。(47)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我国古代保护鳏寡孤独、老幼

妇残的恤刑原则同样符合现代刑法罪责的理念。又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

基本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中国古代“宽猛相济”刑事理念的影子。再如，古代

“德刑并用”的刑法思想在犯罪圈不断扩张的今天同样能带来积极启示，其不仅有助于

破除对刑法的盲目依赖，还能够为轻微犯罪治理找寻出路。由此可见，当谈及中华传统

法律思想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中华优秀传统刑法思想中其实蕴藏着不少现代化刑事

法治的要素，只是其在西方话语的强势冲击下逐渐消隐。因此，中华优秀传统刑法思想

不应仅是历史叙事，而应融入中国现代刑事法治建设中，成为推动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

“本土元素”。

（三）在回应现实需求中实现传统律学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律学的成熟经验，尤其是在法典编纂与注释学方面的独特技艺，可以在回

应当代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中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创造性转化、服务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为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

首先，传承好中国传统律学成熟的法典化与注释学经验。“中国作为文字大国，用文

字表达法律、将法律成文化、将成文法律法典化，‘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制度表现，也是

中华法律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新标志。”(48) 从公元前 5 世纪的《法经》到 17 世纪的《大清

律例》，它们所规定的内容，基本都是以刑为主，以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为辅。可以说，

中国古代法典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刑法典，而传统律学也主要围绕着刑事律文进行注释、

疏议、比较，相关的法典化、注释技艺也发展到极具体系、极为精细的水平，仍值得当代学

(47) 参见詹奇玮：《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6 期，第

185 页。

(48) 吕忠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载《法律科学》2024 年第 3 期，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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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当下，民法法典化的成功经验为其他领域的法典化提供了良好的示范，而环境法法

典化的推进也为刑法再法典化带来了新的启示。在此背景下，我国刑法是否需要再法典

化、如何再法典化等问题，已然成为刑法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49) 应当说，我国现有的刑

法典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中国古代成熟的法典编纂经验恰恰能为此提供可借鉴

之处。目前，我国一直是通过颁布修正案来弥补立法的不足，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导致法

典结构的复杂化，削弱刑法典的体系功能。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向西方学习法典编

纂的技巧，类型化、合并同类项以及提取公因式等体系化技术早在中华法系的历史中发

展成熟，并在我们现代法典编纂中具有运用空间。(50)

其次，重新重视和运用好以“例分八字”为代表的立法技巧。中国古代立法者对“例

分八字”的运用值得学习借鉴，其蕴含着传统律学进行现代化转变的可能，还是当代中

国如何对传统律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机遇。有学者提出：“例分八字技术的使

用极大地提高了唐以后历代法典表述的准确性、逻辑体系性和结构整体性，对于推动法

典的进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51)我国刑法再法典化是否能够继续延续或者模仿古

代立法相关用语的使用，促使刑法规范在同类或异类规范中建立起逻辑联系，以将整部

刑法典打造为语义融贯的整体，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唐朝的律学家运用“以”“准”等

词，将 28 种性质相同的行为纳入“以盗论”范畴之下，25 种性质相似行为纳入“准盗论”

之下，再加上 12 种“真盗”的情形，从而建构起了“盗”的完整类型，同时也比汉律列

举式的立法更精简，且法律漏洞更小。(52) 不得不说，我国当前的刑法典存在着围绕与基本

罪名相似的行为反复立法的情况，而“以”“准”的立法技巧无疑能够为未来完善相关

罪名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最后，接续好中国古代注释学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的注释学同样极为发达，这对

今日之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同样具有学习价值。时至今日，我国刑法学研究仍以刑法解释

学为中心，以规范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这与中国传统律学中极其发达的注释学有相通

之处。刑法解释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话语转化为“教义学”等德日研

究范式的方式来推动。实际上，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立法解释中的部分解释方法、

解释技巧不仅不逊色于当代的法律解释，甚至还能为当代法律解释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

示。例如，有学者将《唐律疏议》的立法解释方法总结为六点：一是直接对《唐律疏议》

中的重要法律术语进行权威解释，以此明确概念的含义；二是对《唐律疏议》中的关联

性概念通过串解的方式一并作出解释；三是通过假定具体案件案情的方式对律文中的概

念作出示例解释；四是通过训诂解释的方法对律文中具有重要历史传承的概念或术语作

(49) 参见姜涛：《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载《中国法学》2023 年第 5 期；刘艳红：《我国刑法的再法典化：模式选择

与方案改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 年第 3 期；姚建龙、刘兆炀：《法典化语境下刑事立法的理性与抉择——刑

法多元立法模式的再倡导》，载《法治社会》2022 年第 5 期。

(50) 参见张生：《中华法系的现代意义：以律典统编体系的演进为中心》载《东方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36 页。

(51) 魏治勋：《中华法系的连续性特征及其主要经验》，载《学习与探索》2024 年第 3 期，第 56 页。

(52) 参见陈锐：《“例分八字”考释》，载《政法论坛》2015 年第 2 期，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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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系统解释；五是通过既有律文规定的互引或者引用儒家经典义理、社会公理、权威性知

识释明律文中的重要概念或律文本身的含义；六是通过集中两种以上重要法律解释方法

释明同一条律文。(53) 不难发现，中华法系的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以文义解释为起点，其要义

在于探求法律语词在日常语言中的通常含义，这与现代法律解释方法一致，相关解释技

巧完全可以为现代法律工作者借鉴。随着对中华法系研究的深入，可以发现，《唐律疏

议》还有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54) 以及强调法文义解释的“释不破律”规则 (55) 等极具现

代法治精神的解释技巧，这些解释方法都说明着中华法系在解释技巧上的精细娴熟，值

得当代法律工作者积极从中进行创造性转化。

由此可见，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仅有移植一途，而是可以从传统律学

中找到启发。回应当前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再法典化、刑法解释学的深入发展等现实

需求，将中国传统律学的法典化与注释学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刑事法律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刑事法律文化的传承，也是提升现代刑事法治水平的关

键举措。通过吸取传统律学的宝贵经验，推动传统律学回应当代中国刑事法治建设与刑

法学发展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可以在刑事立法技术、刑法再法典化、刑法解释方法及

刑法理论发展等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五、结 语

“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法学研究达到了一个自主性的阶段，即不依赖外来理论、观

念与言说方式的指引就能思考自己的问题、阐述自己的实践、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56)如

是，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也不能再继续期待通过移植域外刑法理论来实现，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

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57)。这无疑给我国的刑法学研究指明了道路，也给坚持发展中国自

主刑法理论的学者们注入了强大动力。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

构就要停止对域外刑法理论的吸收与本土化的过程，也不是说排斥与主流学术话语进行

对话，而是要在根本立场的约束下，以更加强烈的主体意识建构起在内容上更符合中国

现实且科学成熟的体系化知识，从而引领中国刑事法治的实践与发展，并让这些具有中

国特色的刑法学知识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检验、认可和改进，由此获得人民群众自愿、自发

的认可。

(53) 参见魏治勋：《中华法系创新性特征的主要维度及其演化历程》，载《法学论坛》2024 年第 5 期，第 48-49 页。

(54) 参见刘军平、刘剑鸣：《论〈唐律疏议〉目的解释》，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

(55) 参见魏治勋：《中华法系立法文义解释方法与规则论析——从法律答问到唐律疏议的立法文义解释方法与技术》，载

《东方法学》2022 年第 6 期，第 30 页。

(56) 前注 ④，张文显文，第 12 页。

(57) 习近平：《全面做好法治人才培养工作》（2017 年 5 月 3 日），载《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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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学研究者来说，唯有立足中国实际，善于从我国刑事法治实践中找到真问题，

对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有传承使命感，才能承担起建构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重要使命。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最终也将以鲜明的民族性、先进性、时代性的特征

在世界刑法学中获得话语权，充分展现中国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以及对世界刑法理论的

独特贡献。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riminal law 
is a pivotal mission for contemporary criminal law scholars.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law research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oretical transplantation. The 
curr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riminal law exists issues such as the ne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e lack of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systematization. The term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riminal law’ has already clarified the direc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criminal law 
in China. ‘China’s independent’ refer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of criminal law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the fundamental st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system’ denotes the requirement for a higher-leve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toward maturity and systemat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n Chinese criminal law requires the 
exploration of innovative paths i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excellent criminal law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rule of law to critically examine and 
locally reconstruct extra-territorial criminal law theo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ssential to 
activate the criminal governance wisdom accumulated over millennia within the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riminal 
legal culture. This approach will help build a criminal law knowledge system that is both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and aligned with China.

（责任编辑：王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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